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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频率对 3~5岁幼儿完成博弈任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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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情感决策的常用研究工具—— 标准爱荷华博弈任务进行了得失总量不变而频率改变的修改, 
并使之适合于年幼的 3~5 岁儿童, 可以比较幼儿在不同奖惩频率任务中的表现, 从而考察奖惩频率对幼儿

情感决策的影响。对 120 名 3~5 岁幼儿在四种不同类型的任务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后, 所得实验结果如下: (1)
儿童对惩罚和奖励频率的变化比较敏感: 正向博弈任务中, “有利纸牌不变, 不利纸牌的惩罚总量不变, 只增

加不利纸牌的惩罚频率”可以使 3~5 岁儿童完成博弈任务的成绩有显著提高; 逆向博弈任务中, “不利纸牌不

变, 有利纸牌的奖惩总量不变, 而有利纸牌奖励频率的增加”能促使 4~5 岁幼儿更多更快地做出正确选择。

(2) 幼儿的情感决策能力在 3~4 岁时期发展迅速, 而在 4~5 岁时仍然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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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情感决策(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相对于

理性决策提出来的, 情感决策能力是当个体面临价

值矛盾而引发情感冲突时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能

力。Bechara, Damasio, Damasio 和 Anderson (1994)
研制的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 IGT)
最初用来验证“脑损伤患者不能利用过去经验对将

来的事件做出决策”的观点, 之后被广泛的用来对

前额叶损伤(特别是在车祸后)患者进行评估, 目前

已成为研究情感决策的手段中被运用得最广泛的

方法。在 IGT 中, 被试需要在立即获得一个大奖励

(100 美元)而长远看来不利的两副纸牌(A 和 B; 每

10 张纸牌损失 250 美元)和立即获得一个小奖励(50
美元)但长远看来有利的两副纸牌(C 和 D; 每 10 张

纸牌赢得 250 美元)中进行选择。Bechara 等人(1994; 
2000) 发 现 腹 内 侧 前 额 叶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损伤患者和控制组被试一开始都

偏向于选择不利纸牌(即时提供的奖励更多但长远

来看会导致净损失的纸牌), 但经过数次选择之后, 
控制组的被试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有利纸牌(即时提

供的奖励更少但长远来看会获得净收益的纸牌 ), 
而 患 者 的 行 为 则 没 有 改 变 , Bechara 等 人 指 出 , 
VM-PFC 患者似乎只受眼前因素的支配, 看不到严

重的负面结果。博弈任务之所以被广泛地运用到考

察情感决策能力中 , 主要因为(1)在博弈任务中即

时获得的大奖励和长远看的净损失、即时获得的小

奖励和长远看的净收益之间显然形成了价值冲突

和矛盾的情感体验, 被试完成这种任务就是要对有

价值冲突的选项做出选择; (2)任务所包含的得失对

于被试而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很难用常规理性

去计算, 只能通过多次尝试进行模糊的归纳和判断, 
而其结果也只是一种倾向性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

相对而言较好的选择), 因此体现了一种对情感冲

突问题的主观决策。 
儿童常常被称为现实的“短见主义者”(myopia), 

在关于延迟满足的决策行为的研究中(Thompson, 
Barresi, & Moore, 1997; Prencipe & Zelaz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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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旺, 李红, 吴睿明, 2006), 绝大多数 3 岁以前

的幼儿不能为了得到更大的奖励而等待, 很难抵制

立即满足的诱惑而选择及时得到较小的奖励。年幼

儿童的这类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结果的短

见行为是否也是 VM-PFC 功能方面的某种发育不

足？有关研究表明 , 儿童的大脑在不断发育之中 , 
特别是可能在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的眶额皮质(PFC), 
比起其它大脑区域发育的尤其缓慢(Benes, 2001), 
许多证据都一致显示 PFC 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才

逐渐发展起来(Nelson & Luciana, 2001; Pennington, 
1997; Stuss, 1992; Van der Molen & Ridderinkhof, 
1998), 而 Casey, Davidson 和 Thomas (2000)也推断

执行功能的发展与组织的精细化以及 PFC 的成熟

密切相关。无论是延迟满足这样的儿童决策行为的

研究还是有关大脑发育的研究结论都让人们产生

了种种好奇: 如果把用于考察 VM-PFC 患者情感决

策的 IGT 形式用于儿童行为研究中能否发现儿童

情感决策的发展趋势？通过设计上的调整可否检

验出影响儿童决策和形成决策偏见的原因？在这

个问题上, 国内外一些发展心理学家都做了这方面

的尝试。 
Garon 和 Moore (2004) 对 IGT 进行了适合儿童

的改进(采用糖果替代美元, 把即时奖惩数量调整

在 13 以内以减轻运算负担), 但这种调整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任务的难度, 儿童仍需要在四副纸牌中

作出选择且必须同时衡量奖惩数量和奖惩频率的

变化, 结果 3、4 岁和 6 岁儿童对四副纸牌的选择均

出现了地板效应。在本研究的预备研究中, 我们重

复了 Garon 和 Moore 的研究, 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

果。Kerr 和 Zelazo (2004), 李红、高山和白俊杰

(2005)运用更简单的博弈任务, 让儿童在 1 副不利

纸牌和 1 副有利纸牌之间进行选择, 结果发现 3 岁

儿童多数倾向于选择及时奖励较大但延迟惩罚更

大的不利纸牌, 4 岁儿童逐渐倾向于选择及时奖励

小但延迟惩罚也相对小的有利纸牌。在保持有利纸

牌形式不变而进一步增加不利纸牌的不利性(惩罚

总量和频率都同时加大)后, Gao, Wei, Bai, Lin 和 Li 
(2009)发现在总体上儿童的成绩有较大改善, 不过

大多数 3 岁儿童仍倾向于选择不利纸牌, 他们提出

了“扩大不利纸牌的不利性能帮助儿童更好地归纳

出纸牌所包含的规则”的观点来解释这种促进作

用。Crone 和 Bunge (2005)分别用频率不同的两个

正向任务(每次选择都有奖励, 偶尔会有惩罚)和两

个逆向任务(每次选择都会有惩罚, 偶尔会有奖励)

研究了奖惩频率对 7~15 岁儿童青少年的博弈任务

完成的影响。结果发现, 当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中

惩罚出现的频率都为 10%时, 13~15 岁儿童在有利

纸牌的选择中显著优于 7~12 岁儿童, 但当惩罚频

率增加为 50%时, 则没有显著的年龄差异。他们由

此认为, 较高的惩罚频率能促进年幼儿童区分有利

和不利选择。 
在博弈任务中, 得失的计算可以从数量和频率

两个方面来考虑。Gao 等人的研究中增加不利纸牌

中的惩罚次数的同时加大了不利纸牌的惩罚总量, 
因此没有把数量和频率两个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 
因而无法说明儿童更多的受惩罚数量的影响还是

受惩罚频率的影响。Crone 等人(2005)的研究中考

虑了奖励频率和惩罚频率的区分。就正向任务而言, 
Crone 等人控制了惩罚频率的改变, 但由于两套纸

牌中的有利纸牌(A/C)之间和不利纸牌(B/D)之间在

惩罚数量和频率上都不相同, 没有可比性, 因此该

研究同样也没有离析出奖惩频率和奖惩数量各自

对儿童在该任务上的表现的影响。同时, 该研究对

逆向任务的分析不够, 也没有分析逆向任务中奖励

数量和奖励频率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儿童的情感决

策行为的。 
鉴于上述原因, 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 实验

一考察在保持惩罚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惩罚频率的

改变对 3~5 岁儿童情感决策行为的影响, 实验二考

察在保持奖励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奖励频率的改变

对 3~5 岁儿童情感决策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关

心两个问题:  
第一, 在奖惩总量恒定的情况下, 3~5 岁儿童

的情感决策行为是否表现出对奖惩频率的敏感？  
第二, 在奖惩总量恒定的情况下, 3~5 岁儿童

的情感决策行为是否表现出某种发展性变化？ 

2  实验一 
2.1  方法 
2.1.1  被试   在重庆市两所公立幼儿园内随机选

取 3~5 岁儿童 120 名, 3 岁(M=41.83 月, SD=2.54)儿
童 40 名, 男 23 名, 女 17 名; 4 岁(M=52.07 月, SD = 
2.53)儿童 40 名, 男 18 名, 女 22 名; 5 岁(M=63.25
月, SD=1.82)儿童 40 名, 男 22 名, 女 18 名。 
2.1.2  材料   两套纸牌 , 每套纸牌各包含两副纸

牌(A/B 或 A/C), 每副纸牌由 50 张(10cm × 15cm)
卡片组成。纸牌的背面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颜色和

花纹, 纸牌正面上方总有笑脸, 而下方有时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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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时画有哭脸, 笑脸代表可以赢得的星星贴画

的数量, 而哭脸代表被扣掉的星星贴画的数量, 因

此每张牌能赢得的贴画数量保持不变, 但损失的数

量却是不定的。从长远看, 选取 A(有利纸牌)可净

赚奖品, 相反, 选取 B 或 C(不利纸牌)就导致净损

失。具体讲, 有利纸牌 A 每张的上方总有 1 张笑脸, 
而下方偶尔会有 2 张或 3 张哭脸, 哭脸出现的频率

为 30%, 选择有利纸牌 A 平均 10 次可以净得 3 颗

星星; 而不利纸牌 B 为低惩罚频率纸牌(30%), 每 1
张的上方总有 2 张笑脸, 下方偶尔画有 7 张或 8 张

哭脸, 哭脸出现的频率为 30%, 选择纸牌 B 平均 10
次会输掉 3 颗星星; 不利纸牌 C 为高惩罚频率纸牌

(70%), 每 1 张的上方和 B 一样都有 2 张笑脸, 但下

方有时画有 3 或 4 张哭脸, 哭脸出现的频率为 70%, 
选择不利纸牌 C 平均每 10 次也会输掉 3 颗星星。 

每张牌正面下半部盖绿色纸, 主试在揭示损失

状况时才将绿色纸揭开。此特点是要清晰地呈现每

张牌的信息, 并促使儿童首先注意到奖励信息, 并

且更加突出了纸牌上惩罚信息的不确定性。 
2.1.3  程序  每个年龄段的 40 个儿童随机分成两

组, 一组完成 A/B 任务, 一组完成 A/C 任务。所有

儿 童 均 由 同 一 女 性 主 试 单 独 施 测 , 持 续 大 约

25min。被试适应了环境和主试后, 就让其坐到一

张小桌子前。接着, 主试把两副纸牌正面朝下背面

朝上放到儿童面前, 两副牌相距约 20cm, 一副在

被试的左边, 一副在被试的右边, 主试和被试面对

面而坐, 被试面前放一张彩色的蜡光纸。每个被试

完成所有选择之后, 下一个被试的纸牌位置进行交

换, 以抵消可能存在的方位偏好。 
主试先给儿童展示奖励物 , 激发其参与实验 , 

然后再介绍此任务。“小朋友,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你可能在游戏里赢星星, 我把你赢得的星星贴在老

师给你准备的彩纸上。游戏开始之前, 老师要送给

你 10 颗星星。” 接着, 主试就数 10 个星星贴在被

试面前的彩纸上。“现在, 我来告诉你怎么玩这个游

戏, 还告诉你怎么才能赢得更多的星星。”之后, 主

试拿出示范卡片讲解此任务的规则 , 每选一张牌, 
主试就向儿童解释, 如说: “看, 这里有 2 张笑脸, 
你赢得了 2 颗星星。”说完, 主试给被试的彩纸贴上

2 颗星星。接着, 主试继续检查绿色纸遮盖部分的

损失情况, 指向盖着牌下半部份的绿色纸说: “好了, 
现在我们把绿色纸揭开看看。噢, 看, 有 5 张哭脸, 
你输了 5 颗星星, 所以, 我们只好拿回 5 颗星星。”
说完, 主试取走 5 颗星星。演示讲解完成后, 主试

说: “我们不喜欢哭脸, 对吗？因为它让我们输了星

星。但我们喜欢笑脸, 对不对？因为它让我们赢了

星星！”所有的演示讲解都必须重复这段程序。 
演示讲解完成后, 主试说: “看, 你的前面有两

副纸牌, 两副纸牌都可以选。但是有一边的纸牌比

较好, 上面有很多笑脸; 另外一边的纸牌不好, 上

面哭脸比笑脸多。如果你总是选好的一边的纸牌就

可以得到很多星星; 而如果你总是选不好的一边的

纸牌, 就要被扣掉很多星星！你每次只能选一张牌, 
想选多少次就选多少次, 我叫你停止你就停止。记

住, 要边选边动脑筋, 想一想哪边的纸牌更好, 哪

边的纸牌不好。我们要选好的纸牌, 才能尽量多赢

星星！看你能不能赢很多星星把你的彩纸贴满！游

戏结束时, 彩纸上的星星就归你了。”预先给被试

10 个星星贴画, 然后, 开始正式实验。 
测试正式开始, 每选择一张纸牌, 主试就宣布一

次赢得的星星的数量, 并将其贴在被试的彩纸上。接

着, 将泡沫纸揭开, 宣布损失的星星数量, 并将其放

回到原先的纸上, 表示扣除。每次选择之前都要提示

儿童尽量选择他认为好的一边, 这样可以多赢得星

星。选择一共进行 60 次, 如果儿童的选择中不利纸

牌占优势, 那么可能出现损失过多导致没有星星来

赔偿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主试告知儿童: “你

的星星输完了, 我再给你几颗重新来过。” 
2.2  结果与分析 

60 次选择被分成 6 组(每组包含 10 次选择), 选

择得分=选择有利纸牌的次数－选择不利纸牌的次

数, 得分从−10 到 10, 正数得分说明更多地选择有

利纸牌, 负数得分说明更多地选择不利纸牌, 如果

0 得分说明选择有利纸牌的次数和选择不利纸牌的

次数一样。例如: 在一个实验组中, 如果一个儿童

6 次选择了有利的纸牌, 4 次选择了不利的纸牌, 选

择得分为 6−4=2, 说明儿童选择有利纸牌的次数比

选择不利纸牌的次数多 2 次。 
把 6 组选择得分作为因变量, 把年龄、性别和

任务作为自变量, 用 SPSS11.5 进行 3(年龄)×2(性
别)×2(任务)×6(组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年龄、任务的主效应相当显著, F(2, 110)=16.49, 
p<0.001; F(1, 110)=19.68, p<0.001。性别的主效应

不显著, F(1, 110)=0.27, p=0.60>0.05。组次和年龄的

交互作用显著, F(10, 110)=2.19, p=0.02<0.05。其它

交互作用均不显著。组次效应显著, F(5, 110)=14.40, 
p<0.001。采用协方差分析排除了年龄因素的影响

后, 儿童在 AB 和 AC 两种任务上的差异仍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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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F(1, 110)=21.91, p<0.001。这表明儿童对惩罚

频率十分敏感, 在惩罚频率高时他们能更快地觉察

到不利纸牌的不利性, 从而更倾向于选择有利纸牌

(见图 1)。 
 

 
 

图 1  儿童在任务 AB 和 AC 中的表现 
 

对 3~5 岁儿童在两种任务中的表现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儿童在纸牌 AB 和纸牌 AC 上

的表现都有显著差异(3 岁组: t=3.45, p<0.001; 4 岁

组: t=5.94, p<0.001; 5 岁组: t=3.16, p<0.001), 三个

年龄组的儿童在纸牌 AC 中的选择成绩均明显好于

纸牌 AB(见图 2)。 
 

 
 

图 2  各个年龄段儿童在实验一中的表现 
 

采用多重比较检验三个年龄段的儿童分别在

两个任务中表现上的差异, 结果见表 1, 在任务 AB
中 3、4、5 岁儿童之间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而在

任务 AC 中 3 岁儿童和 4、5 岁儿童年龄差异显著, 4
岁、5 岁之间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对三个年龄段儿

童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作具体比较发现 : 在任务

AB 中(如图 3 所示), 3 岁儿童和 5 岁儿童的差异从

第 2 组开始就非常显著了, F(5, 75)= −2.20, p<0.05; 
3 岁和 4 岁儿童的表现在 5 组都没有显著差异, 而

在第 6 组中差异明显, F(5, 75)= −3.00, p=0.023< 
0.05; 4 岁和 5 岁儿童在第 3 组[F(5, 75)= −3.00, 
p=0.03<0.05]、5 组[F(5, 75)= −3.60, p=0.04<0.05]
和 6 组[F(5, 75)= −3.20, p=0.02<0.05]上的差异显

著。在任务 AC 中(如图 4 所示), 3 岁儿童与 5 岁儿

童从第 2 组[F(5, 75)= −3.50, p<0.001]开始到第 5 组

[F(5, 75)= −4.8, p<0.001]差异都相当显著, 而与 4
岁儿童的差异只有第 4、5 组, F(5, 75)= −3.6, p = 
0.02<0.05; F(5, 75)= −5.80, p<0.001, 但到第 6 组时

3 岁儿童成绩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结果 3、4、5
岁三个年龄段在第 6 组上的选择成绩都没有显著差

异, 4 岁儿童和 5 岁儿童始终不存在差异。 
 
表 1  AB 和 AC 两种任务中年龄差异检验 

任务 3 岁和 4 岁 3 岁和 5 岁 4 岁和 5 岁 

任务 AB −1.28*(0.01) −3.35**(0.001) −2.07**(0.001)

任务 AC −2.82**(0.001) −3.20**(0.001) −0.38(0.50) 

注: *p<0.01, **p<0.001 

 

 
 

图 3  三个年龄段儿童在任务 AB 中的表现 
 

 
图 4  三个年龄段儿童在任务 AC 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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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讨论 
本实验设计关键之处在于, 两个任务(AB/AC)

中有利纸牌 A 是完全相同的, 不利纸牌 B 和 C 的

总体损失数量(即不利性)也是一样的, 从理性选择

角度上看, 两个任务之间的选择不应该存在差异。

但本研究的结果却发现, 尽管两副不利纸牌 B 和 C
固定奖励刺激相同且长远看来得失数量也相同, 但

是由于惩罚频率不同(纸牌 B 的惩罚频率为 30%, 
纸牌 C 的惩罚频率为 70%), 3 岁幼儿在两个任务的

选择上有显著的差异。在惩罚频率高的时候, 儿童

更容易分辨出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 从而更多的选

择有利纸牌回避不利纸牌。与 Gao 等人(2009)的研

究相比, 本研究着重考察了惩罚频率对儿童决策的

影响, 保持了两个任务中的纸牌有利性和不利性相

同; 与 Crone 和 Bunge (2005)的研究相比, 本研究

的两个任务中有一副纸牌(A)是相同的, 只在另一

副纸牌的频率变化上作了调整 , 这样控制更严格 , 
对频率的考察更为直接。实验结果表明, 通过增加

惩罚频率可以促进儿童更快地选择有利纸牌, 甚至

对那些年幼 3 岁儿童影响也十分显著。 
在以往用博弈任务考察学前儿童情感决策的

文献中我们发现, 即使是在简化了的两副纸牌的设

计中, 3 岁儿童都不能结合长远结果对有利纸牌进

行选择。Kerr 和 Zelazo (2004)及李红等(2005)的实

验一中, 3 岁儿童的测试分数始终低于 0。本实验当

两副纸牌(A/B)惩罚频率都为 30%的时候, 3 岁儿童

的表现基本和前述研究结果类似。 
但 Gao 等人的实验二在同时增加了不利纸牌

的总的损失数量和损失出现频率后, 3 岁儿童的平

均成绩还是在 0 以下, 而本实验在 A/C 任务中, 3
岁儿童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平均成绩达到 1.42。

为什么只是增加惩罚频率而不改变惩罚总量比同

时增加惩罚频率和总量对 3 岁儿童的影响更显著

呢？仔细分析两个研究在实验设计中的不同: Gao
等人实验二中选择有利纸牌可能遇到的惩罚数量

为 1, 每 10 次选择净赢 5, 而选择不利纸牌可能遇

到的惩罚数量为 4、5 或 6, 每 10 次选择净损失为

16; 本实验任务有利纸牌 A 可能的惩罚为 2 或 3, 
每 10 次选择净赢 3, 而不利纸牌 C 可能的惩罚为 3
或 4, 每 10 次选择损失为 3。应该说, 我们的研究

中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在单次惩罚量和惩罚总数

上的差异还要小于他们的设计, 有利纸牌的有利性

和不利纸牌的不利性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

为什么 3 岁儿童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A/C 时的情况更

好呢？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在于 Gao 等人的研究中

两个任务的惩罚频率相差更小(50%和 70%), 而本

实验的两个任务的惩罚频率相差大(30%和 70%)。
这似乎也表明儿童对惩罚频率的增加比惩罚数量

的增加更敏感, 当惩罚频率的增加足够明显时, 年

幼的 3 岁儿童也能相对更好的完成任务。另外, 对

图 4 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3 岁儿童是在

第 5 组之后第 6 组选择时成绩飞速上升的, 相对于

李红等(2005)的研究中总共只有 5 组(共选择 50 次)
的设计来说, 增加选择次数以便让儿童有更多的机

会去认识纸牌的规律似乎也是有意义的。 
总的来看, 在任务 AC 中, 即有利纸牌和不利

纸牌的惩罚频率相差较大(30%和 70%)时, 3~5 岁儿

童在的表现显著优于在 AB 任务中的表现, 惩罚频

率对儿童决策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 同时, 3 岁儿

童在对有利纸牌的选择上明显不如 4、5 岁儿童, 这

表明 3~4 岁期间儿童的情感决策发展迅速(Kerr & 
Zelazo, 2004; 李红等, 2005)。然而在任务 AB 中, 
即有利纸牌与不利纸牌的惩罚频率都比较低时(都

为 30%), 尽管 4 岁儿童成绩明显优于 3 岁儿童, 但

表现仍然很不理想(4 岁儿童在任务 AB 中的平均成

绩为 0.77), 和 5 岁儿童的成绩还有很大差距。可见, 
4 岁时的决策能力还没有发展完善, 在有利与不利

纸牌的惩罚出现频率较低时, 4 岁儿童对利弊的判

断还不够清晰, 这种综合得失判断利弊的能力直到

5 岁还在发展。 
在正向任务中无论有利纸牌还是不利纸牌每

次选择都能带来一定数量的奖励, 但偶尔伴随惩罚, 
儿童完成这种任务必须克服眼前的奖励数量的迷

惑从长远有利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如果把纸牌设

计的奖惩完全逆转, 使得每次选择都面临一定数量

的惩罚, 偶尔伴随奖励, 儿童能否综合长远的得失

信息进行选择呢？这时儿童决策能力的发展情况

又当如何呢？我们设计了实验二的两个逆转任务

来对奖励频率的影响进行考察。 

3  实验二 
3.1  方法 
3.1.1  被试   实验一完成两周后 , 对实验一的被

试进行施测, 每个年龄段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完成两

个任务。 
3.1.2  材料   采用实验一的两个任务的逆向任务

(A’B’和 A’C’), 两个逆向任务各包含两副由 50 张卡

片组成的纸牌。实验二的纸牌 A’、B’、C’和实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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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牌 A、B、C 的奖励和损失正好完全相反, 纸

牌的正面上方总是画有代表损失的哭脸, 而被绿色

纸遮住的纸牌下方有时候会出现代表奖励的笑脸。 
纸牌 A’为不利纸牌, 每张的上方总有 1 张哭脸, 

而下方偶尔会有 2 张或 3 张笑脸, 笑脸出现的频率

为 30%, 选择不利纸牌 A 平均 10 次就会输掉 3 颗

星星; 而有利纸牌 B’的每张上方总有 2 张哭脸, 下

方偶尔画有 7 张或 8 张笑脸, 笑脸出现的频率同样

为 30%, 选择有利纸牌 B’平均 10 次就能赢得 3 颗

星星; 有利纸牌 C’的每张上方和 B’一样有 2 张哭脸, 
但下方有时画有 3 或 4 张笑脸, 笑脸出现的频率为

70%, 选择不利纸牌 C 平均每 10 次也能得到 3 颗星

星。这样一来, 不利纸牌(A’)固定损失虽小但伴随

的奖励也小, 有利纸牌(B’或 C’)固定损失虽大但伴

随的奖励更大。 
3.1.3  程序  同实验一。 
3.2  结果与分析 

把 6 组选择得分作为因变量, 把年龄、性别和

任务作为自变量, 用 SPSS 软件进行 3(年龄)×2(性
别)×2(任务)×6(组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 , 任务、年龄的主效应都相当显著 , F(1, 110)= 
47.83, p<0.001; F(2, 110)=5.38, p<0.01。且任务和年

龄、组次和任务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110)= 
7.08, p<0.001; F(5, 110)=3.94, p<0.01。组次效应显

著, F(5, 110)=17.28, p<0.001。而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1, 110)=0.41, p=0.41>0.05。用协方差统计排除了

年 龄 因 素 对 任 务 的 影 响 后 , 发 现 儿 童 在 A’B’和

A’C’两种任务上的差异仍然十分显著, F(1, 110)= 
47.27, p<0.001, 这表明儿童对奖励频率敏感, 当奖

励出现频率高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觉察有利纸牌的

有利性, 从而更多的选择眼前惩罚大但延迟奖励更

多的有利纸牌(见图 5)。 
同样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 3、4、5 岁儿童在

两种任务中的表现发现, 3 岁儿童在纸牌 A’B’和纸

牌 A’C’上的表现接近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t=1.80, 
p=0.07>0.05; 而 4 岁、5 岁儿童在两种任务上的表

现存在显著的差异(4 岁组: t=7.33, p<0.001; 5 岁组: 
t=9.52, p<0.001), 在纸牌 A’C’中的选择成绩明显好

于纸牌 A’B’(见图 6)。 
用多重比较检验三个年龄段的儿童在两个任

务中表现上的差异(见表 2), 结果表明, 任务 A’B’
中 3 岁、4 岁、5 岁儿童在对有利纸牌的选择上都

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任务 A’C’中 4、5 岁儿童比 3
岁儿童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好。进一步对三个年龄段

儿童在两个任务中的表现作具体比较发现: 在任务

A’B’中(如图 7 所示), 3、4、5 岁儿童的表现的差异

在各个实验组上都不显著。而在任务 A’C’中(如图 8
所示), 3 岁儿童和 4 岁儿童的表现从第 2 组开始出

现较大差异, 且在第 3 组[F(5, 75)= −3.00, p = 0.02 
<0.05]以后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3 岁儿童和 5 岁儿童

的表现从第 2 组[F(5, 75)=−2.50, p = 0.02 <0.05]以
后差异显著并逐步增大。而 4 岁儿童和 5 岁儿童始

终不存在显著差异。 
 

 
 

图 5  儿童在任务 A’B’和 A’C’中的表现 
 

 
 

图 6  各个年龄儿童在实验二中的选择情况 
 

表 2  A’B’和 A’C’任务年龄差异检验 

 年龄  
任务 

3 岁和 4 岁 3 岁和 5 岁 4 岁和 5 岁 

任务 A’B’ −0.01(0.98) −0.18(0.60) −0.17(0.61) 

任务 A’C’ −1.32**(0.001) −1.73**(0.001) −0.41(0.28) 

注: *p<0.01, ** p <0.001 
 

对两个实验中的逆转任务(AB 和 A’B’、AC 和

A’C’)进行两两比较,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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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 在任务 AB 和 A’B’(t=1.64, p >0.05)、AC
和 A’C’(t=0.73, p>0.05)中的表现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惩罚和奖励的逆转对儿童的影响很小。 
 

 
 

图 7  三个年龄儿童在任务 A’B’中的表现 
 

 
 

图 8  三个年龄儿童在任务 A’C’中的表现 
 

3.3  讨论 
实验二是实验一设计上的逆转。实验一儿童每

次选择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奖励, 但得到奖励的同时

偶尔会伴随惩罚, 从长远看来, 固定得到的奖励大

但随后的惩罚数量更大的纸牌为不利纸牌, 而固定

得到的奖励小但随后的惩罚数量也小而成为有利

纸牌。实验一中, 儿童必须抑制住眼前较多固定奖

励物的诱惑, 综合多次选择结果长远考虑后进行选

择; 而实验二中, 儿童在进行选择时每次都会遇到

一定数量的惩罚, 偶尔会遇到奖励, 固定受到的惩

罚虽大但随后的奖励更大的为有利纸牌, 而固定受

到的惩罚虽小但随后的奖励更小的为不利纸牌, 因

此, 儿童要进行最终有利的选择就必须抑制住对眼

前较大惩罚的回避的冲动。 
实验二中两个任务的不利纸牌 A’是相同的 , 

而有利纸牌 B’和 C’唯一的不同在于, 相对于纸牌

B’而言, 纸牌 C’把选择纸牌会遇到的较大奖励分

成多次进行(也就是在保持总奖励数量相同的条件

下, 增加了奖励频率)。把实验二中的两个任务进行

比较, 数据显示: 尽管 3 岁儿童在 A’C’任务中的成

绩比在 A’B’中的成绩有所提高, 但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而 4、5 岁儿童在两个任务中的成绩差异十分

显著。可见, 奖励频率的增加有利于 4~5 岁年龄段

儿童对纸牌利弊的判断, 而 3 岁儿童对奖励频率的

增加显得不够敏感。 
另外, 在任务 A’C’中, 即不利纸牌和有利纸牌

的奖励频率相差较大时(30%和 70%), 3 岁儿童在对

有利纸牌的选择上明显不如 4、5 岁儿童, 这也说明

3 岁儿童的表现和 4~5 岁儿童的表现存在显著的发

展性差异。而在任务 A’B’中, 即当有利纸牌不利纸

牌的奖励频率都比较低时(都为 30%), 3~5 岁儿童的

表现几乎没有差异(平均成绩分别为 0.68, 0.67, 0.32, 
没有显著的年龄差异), 都接近随机水平 , 与实验

一任务 AB 相比(平均成绩分别为−0.52, 0.77, 2.83, 
年龄差异显著)数据相差很大。在任务 A’B’中为什

么连 4、5 岁儿童的表现都很不好？5 岁儿童表现落

差为何如此之大？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讨论中做

进一步探讨。 

4  总的讨论 

4.1  决策中的频率问题 
很多关于儿童决策行为的研究都关注儿童是

否能通过理解概率来进行理性决策判断, 例如 “选

卡片”(Drawing cards from a deck)、“安全和危险任

务”(Safe vs. Disaster)等(Levin & Hart, 2003)。近期

的研究采用更直观更敏感的材料作为任务, 探察到

儿童很早就能够根据概率信息做决策。比如 Huber
和 Huber(1987)用“旋转盘”作为实验材料发现, 甚

至 4 岁儿童就可以很好的运用主观概率进行决策判

断; Schlottman 和 Anderson (1994)和 Wilkening 和

Anderson (1991)用估计任务的研究结果表明, 5 岁

的儿童已经理解“期望效价”的概念, 即他们已经基

本能理解奖励的价值和获奖的概率有一定联系。然

而, Falk 和 Wilkening (1998)及 Jager 和 Wilkening 
(2001)等发现, 如果强制年幼儿童在不同概率的选

项之间做出选择, 他们的决策往往只反映赢的方面

而忽略输的方面, 但随着年龄的成长, 这种策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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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正确的概率策略所代替, 直到 11 岁或者更大

才能做得很完善。 
要强调的是, 概率和频率有其一致性但也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概率仅是就即时选择而言的, 指某

一次选择中事件出现的可能性; 而频率是就多次选

择而言的, 指在多次选择后归纳出来的事件出现次

数在总次数中的比例。爱荷华博弈任务中不仅仅包

含了决策的不确定性, 又同时包含了奖励、惩罚和

不确定结果, 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也更贴近现实生

活 情 感 决 策 任 务 的 决 策 任 务 (Bechara, Tranel, & 
Damasio, 2000)。和上述考虑概率或期望效价的儿

童决策任务相比, 爱荷华博弈任务的奖惩频率不是

事 前 告 知 的 , 只 能 从 过 去 的 经 验 中 推 断 和 习 得

(Crone & Van der Molen, 2004), 人们在博弈任务或

类似的风险决策中需要根据多次选择所得出的经

验来判断某次选择中事件出现的可能, 即根据归纳

得出的出现频率来估计下一次出现的概率, 从这个

意义上讲, 概率和频率又是等同的。在实验一和实

验二各自的两个任务中, 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在有

利性和不利性方面是一样的, 但增加了的奖惩频率

显著地促进了儿童做出有利的选择, 可见 3~5 岁儿

童 对 于 博 弈 任 务 中 的 奖 惩 频 率 变 化 有 相 当 的 敏  
感性。 

在奖惩总量不变而奖惩频率变化的条件下, 儿

童注意不到奖惩总量没有改变而对奖惩频率变化

敏感, 这种现象和 Simon (1956)针对风险决策与理

性决策相偏离现象而提出的“有限理性”相一致。他

认为不仅环境资源(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获得)
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个体的心理资源(记忆、计算

能力等 )的有限性 , 这使得人们只能基于“满意原

则”, 实现有限的最优化。相较成年人而言, 3~5 岁

儿童心理资源的有限性特点是显然的: 3 岁以后儿

童才开始出现精确计数能力, 3~4 岁儿童可以依赖

实物进行 5 以内的加减, 多数 4~5 岁儿童可以依赖

实物进行 20 以内的加减, 这一时期的儿童还没有

真正掌握数概念 , 不能按数学规则进行抽象思维

(林崇德, 1980)。另外, 本实验主要考察的是一种情

感决策能力, 由于任务相对比较复杂, 又需要通过

多次选择来归纳纸牌的利弊得失, 因此任务中不需

要儿童对每次得失都做出十分精确的计算。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儿童自身计数能力的限制还是

任务本身的要求, 都让 3~4 岁儿童在完成博弈任务

的时候只能运用模糊计算和模糊归纳来做出选择。

因此, 对于儿童来说, “6 颗星星”和“2 颗星星”之间

的具体差别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一次性扣 6 颗星

星, 相对于分 3 次的每次扣 2 颗星星而言, 由于数

量差异的模糊而更突出了惩罚出现的频率。 
按照早期 Piaget 的观点, 3~6 岁儿童处于前运

算发展阶段, 还不具备理解守恒的能力(Flavell, H. 
Miller, & A. Miller, 2002)。在本实验所呈现的博弈

任务中, 奖惩总量不变而奖惩频率变化实质上类似

于守恒任务的要求, 还没有获得守恒概念也可能是

3~5 岁儿童难以综合权衡而只关注频率变化这一维

度的原因之一。此外, 本实验所呈现的博弈任务还

要求儿童理解即时惩罚数量、惩罚频率和惩罚总量

之 间 的 关 系 , 这 就 需 要 具 备 一 种 “ 内 包 量 概

念”(Intensive quantity), 指不能直接测量而有两个

外延量的商来表示的量 (李红 , 郑持军 , 高雪梅 , 
2003)。Piaget 认为儿童获得这种能力至少是在 9 岁

以后, 后来的许多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苗丹

民, 1991; 李红等, 2003)。博弈任务中频率的变化对

儿童决策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内包量概念的不具

备而引起的。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于体细胞标记假设, 

Damasio(1995; 1996)提出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受体

细胞标记的支配, 通过体细胞标记缩减决策空间让

决策空间可以进行基本逻辑的得失分析。体细胞标

记假设认为, 体细胞和伴随结果出现的情感状态之

间可以建立一定联系, 这些联系导致体细胞为将来

类似的情景提供价值标记, 从而指导行为偏向于长

远有利的选择。而 Crone 等人(2005)认为, 童年期

体细胞的发展可能对惩罚频率更敏感, 年幼的儿童

会更快的对惩罚值打个折扣, 因此, 尽管他们也能

体会到惩罚的“可恶”, 但是当惩罚不经常出现时 , 
他们显示出更快的忘记这些消极结果。 
4.2  情感决策的发展性差异 

从本实验可以看出, 当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的

奖惩频率相差较大时(任务 AC 和 A’C’中), 4 岁儿童

的表现都明显好于 3 岁儿童, 而 4 岁到 5 岁的成绩

差异不显著。这和以前类似的儿童博弈任务研究的

结论相一致(Kerr & Zelazo, 2004; 李红等, 2005), 
3~4 岁期间儿童的情感决策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Prencipe 和 Zelazo (2005)指出情感决策是与眶额皮

质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相联系的“热执行功

能”的一部分。热执行功能是解决涉及情感和动机

调节的那些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它以高度的情感卷

入为特征, 需要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活评价。

许多研究(Kerr & Zelazo, 2004; 李红等, 2005;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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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王乃弋, 2004)都表明, 3~4 岁是和执行功能相关

的大脑的 OFC 区域迅速发展的时期, 本实验结果

间接支持了儿童的 OFC 和其它脑区域的成熟将导

致决策能力的发展。然而, 在本研究中, 惩罚频率

增加对 3 岁儿童的成绩有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让我

们对以前同类研究中决策归纳能力极差的 3 岁儿童

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 
以往对于低龄儿童的研究认为, 在儿童博弈任

务中 3~4 岁是一个“快速发展期”, 4 岁之后儿童的

决策能力在短期内发展比较缓慢, 很多关于儿童决

策的发展性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研究 3~4 岁年龄段的

儿童(胡兴旺等 , 2006; 李红等 , 2005; Gao et al., 
2009)。然而, Crone 等(2003, 2005)用类似的四副纸

牌进行研究, 得出了较大的儿童(6~12 岁)和 VM- 
PFC 病人一样选择即时获得比较高的奖励而不顾

及将来的损失, 在任务中做出有利选择的学习能力

在青春期早期之前都还在发展的结论。在本研究的

正向任务 AB 中, 4 岁儿童的表现虽好于 3 岁儿童, 
但仍比不上 5 岁儿童, 可见, 在有利纸牌和不利纸

牌的惩罚频率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4 岁儿童综合利

弊得失的能力但还没有发展完善, 4~5 岁期间这种

能力还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而在逆向任务 A’B’中, 
3、4、5 岁儿童表现都不好, 可见, 在有利纸牌和不

利纸牌的奖励频率都比较低的时候, 3~5 岁儿童对

利弊的判断同样存在困难, 儿童的决策能力直到 5
岁还没有发展充分, 一旦遇到得失冲突很大、有利

性和不利性在频率上不很突出的时候, 4 岁儿童甚

至是 5 岁儿童都还不能很好的做出利弊判断。 
Garon 和 Moore (2004)假设在爱荷华博弈任务

中有良好的表现至少需要三种相关技能的发展: 第

一, 要能设想将来, 并为这种设想引发的情感所推

动。这种设想必须足够强烈以至于可以影响其行

为。第二, 要具有抑制并逆转先前习得的一种刺激

(奖励)可能性的能力。此能力使人能够根据外界的

反馈, 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第三, 此任务还可

能要求在重复选择中计算奖励和损失的能力, 似乎

涉及模糊记忆与归纳能力。李红等人(2005)通过实

验验证了归纳能力的确会影响儿童在博弈任务中

的决策, 显著增大纸牌的损失量有助于儿童归纳出

纸牌的情感意义 , 因而有助于儿童做出有利的选

择。但对于 3 岁儿童来说, 由于大脑的发育还不完

善, 在任务中所需的设想将来的能力、抑制强势反

应的能力、模糊记忆、归纳能力都还有待发展, 因

此在任务中的完成情况远不如 4、5 岁儿童。与 3

岁儿童相比, 4、5 岁儿童的能力发展相对完善, 他

们不但能抑制当前的利弊情况, 还能综合考虑眼前

和延迟得失, 做出长远看来更为有利的选择, 表现

出对刺激的情感意义的灵活评价。 
4.3  决策中趋利避害的现象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4、5 岁儿童在任务 AB
中明显好于 3 岁儿童; 但在逆向任务 A’B’中, 三个

年龄组的儿童的测试成绩就都几乎处于随机水平; 
而在任务 A’C’中, 4、5 岁儿童的测试成绩有显著提

高。如何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一系

列任务变化所得到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证实

前面的两个结论: 1) 3~4 岁是儿童决策的快速发展

期; 2) 不确定奖励频率的变化对年龄较大的 4、5
岁儿童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这可能和儿童对奖励

的趋向和对惩罚的回避的特点有关。 
Levin 和 Hart (2003)在彩票任务的基础上设计

了一种风险决策任务用来考察 5~6 岁儿童的决策能

力, 实验有两个任务, 都要求儿童在两个盒子里抽

奖。任务一中选盒子 A 肯定能得到 1 个奖励, 选盒

子 B 有 50%的机会能得 2 个奖励物, 但也有 50%的

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在任务二中相反, 选盒子 A 就

100%的会扣掉 1 个奖励物, 而选盒子 B 则有 50%
的可能会被扣掉 2 个奖励物, 当然也有 50%的可能

没有损失。Levin 和 Hart 的研究发现了儿童决策时

的一个规律: 儿童面对奖励时趋于保守, 而面对惩

罚时为了避免损失往往倾向于冒险, 他们的研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研究的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对

于幼小的儿童来说, 眼前固定出现一定数量的惩罚

比固定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更能被他们敏感的感

受到, 特别是在每次都有惩罚而奖励频率差异不显

著时, 儿童更加看重眼前的惩罚数量而不能综合所

有的利弊情况进行长远的考虑。“少扣除一个奖励

物”的特点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这让哪怕是

4~5 岁的儿童也出现“短视”的现象, 因此, 尽管他

们在任务 AB 中表现情况良好, 但还是不能很好的

完成任务 A’B’。 

5  小结 

(1) 在惩罚/奖励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惩罚频率

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 3~5 岁儿童成绩的提高, 而奖

励频率的增加似乎对 3 岁儿童成绩的提高意义不大, 
但对于 4~5 岁儿童的成绩则有显著提高。 

(2) 幼儿的情感决策能力在 3~4 岁期间发展迅

速, 并且在 4~5 岁时仍然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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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is an individual ability to make choice under risk and uncertainty.  The Iowa 
Gambling Task (IGT) developed by Bechara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assess decision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The original IGT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decision making that is profitable in the future. In IGT 
participants have to develop a long-term profitable monetary scenario in a situation of uncertainty and a conflict 
between the chance of encountering an immediate large reward (US$100) in two long-term loosing decks (A and 
B; US$250 per10 cards) and the chance of encountering an immediate small reward (US$50) in two long-term 
winning decks (C and D; US$+250 per 10 card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normal adults 
choose more from the good decks while individuals with pre-frontal ventromedial cortex (VM-PFC) never 
learned to choose more from the good decks. Bechara consider that patients with VM-PFC opting for choices 
that yield high immediate gains in spite of higher future losses. While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e 
IGT in the adult population, there is less work done on children. In order to examine whether young children 
would show a similar preference for immediate prospects, the modification IGT adopted considering children 
unique features.  

Basically, development of 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was studied in 120 children at the age of 3 and 5 using 
modified IGT. Results shows young children are inclined to make advantageous choices, in particular, when the 
probability of punishment is higher. Children act sensitively towards the frequency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ompared with the age of 3 and 4, the study also implies that the age of 4 and 5 ones could make more 
advantageous choice by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reward in advantage cards.  

In conclusion, both standards and reversed tasks show children’s decision making deficit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ensitivity to frequency of punishment. However, this is not noticeable among younger aged 
group. The abilities of 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be developed extremely fast between 3 and 4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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